如果一种学统并不能因为时代变迁而作出适当的调整，那么我们讨论“学统的重建”便成为一个“虚构”的问题；如果学统需要随时代的改变而作出改变，那么儒家以往学术传统的总结与未来的学统之间是否必然是一种继承关系，也值得怀疑。

　　儒家在现代中国何去何从，论其核心是解决“中西古今”的问题，而究其根本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

　　对于此一挑战，前贤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概括，足见挑战之激烈，远非魏晋佛教和晚明基督教传入可比拟。原因无他，此前的佛教和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之挑战并未撼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人的价值信念。而近代西方文化挟船坚炮利及不同的国家形态、社会生产方式，迫使中国仓皇面对，先器物、再制度、终观念，节节败退，进退失据。儒家信仰失去制度支撑而坠落为“游魂”。

　　这样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印度、日本……，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无不面临同样的局面。就中国而言，从张之洞、康有为、现代新儒家到目前越来越多的文化保守倾向的人士，也都一直在思考，作为中国人信仰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与外来的文明融合，庶几既获现代化大生产之效能，又获价值安顿之社会秩序？然经百年激荡，虽在制度架构上大量移植，学术形态上也全盘西化，但终未获得效能与人心的双重落实。

　　与大多数儒学研究人士不同，方朝晖教授既有西学的正规训练，又有对儒学的同情，近十年来，他游历东洋、西洋，所关注者，为学统问题，试图从学统问题入手，讨论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格局中“所应”或“所能”担当的角色。这在宏大叙事泛滥的现代儒学研究中，称得上是别具只眼。

　　沿着这个目标，方朝晖教授系统考察了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从中国是否有哲学、伦理学等问题出发，辨析了现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甚至用很大的篇幅给我们介绍了波士顿儒学研究的状况，以求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这些作品汇集起来便构成了《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学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以下简称《学统》）。

　　而通观《学统》一书，虽启发良多，也颇有一些疑惑，故在此提出来向方朝晖教授请教。

　　问题域的错位：以现代学术的困境讨论儒家的困境
　　《学统》一书设定的批评对象，是现代新儒学将“学统”归之于“科学”的偏颇。方朝晖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学统，现代新儒学以科学来划定学统，则让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和道德修养提升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其独特的思维模式，这样既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学统，也丢失了自己的学统，这个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可这样的取向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学统虽基于儒家学统的崩溃而形成，但是，当代中国的学术问题，并不一定就是儒家的问题。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与儒家的问题并不重合。比如哲学这一学科，为中国移植西方教育体制而设立，在此体制下，儒学被视为“哲学”的一种，这固然对儒学产生了“范式困境”，但这个问题，只是对儒学而言，对于佛教和道教就并不一定如此尖锐，更不用说社会科学领域，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是否存在“学统”的危机还有待考察。所以，以现代学术的困境来讨论儒家的困境，会产生问题域的错位。

　　自相矛盾之处：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
　　《学统》一书断言，学统的危机主要来自于文化信仰的丧失。笔者同意这个判定，但这就是说解决学统的危机须要以重建文化的信心为前提。

　　那么如何重建文化的信心？方朝晖教授给出的方案是重新去体认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揭示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并由此决定这些价值对于人性所具有的永恒意义”。

　　在这样的意义下，《学统》一书反复批评现代新儒家及保守立场人士心中的民族主义色彩，批评试图通过儒家思想“救中国”的意图，强调儒家思想要为“普遍的人性”和“普世的文明理想”服务。

　　然而，《学统》一书并没有在该立场上获得一致性。方朝晖教授对“学统”的定义是：“一种独立的学术传统，包括一门学问所具有的独特的运作逻辑、意义世界和研究范式等。”姑且不论并非所有现代学术都要有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单就普遍性的论域而言，坚持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与追求普遍价值之间的张力更值得我们思考。

　　《学统》一书自相矛盾之处主要集中于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在具体的论述中，方朝晖教授认定儒家“决不能也没必要”放弃原有的话语系统，没必要白费工夫从事思辨性的理论论证，应关注诸如儒家的修身传统，而理由却是儒家的“修身传统并未过时”。

　　然而，既然儒家不同论题有“过时”与否的区别，那么儒家必然要部分放弃原有的话语系统，因而也不是所谓的“决不能也没必要”了。

　　如果一种学统并不能因为时代变迁而作出适当的调整，那么我们讨论“学统的重建”便成为一个“虚构”的问题；如果学统需要随时代的改变而作出改变，那么儒家以往学术传统的总结与未来的学统之间是否必然是一种继承关系，也值得怀疑。牟宗三先生说，他之所以将学统限定在知识之学，而将道统限定于德性之学，就是为了解决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的问题。牟宗三先生的解决方式虽在现在看来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但是从他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学统是可以发展的，即可以有一种新的学统创立的可能。

　　对儒家困境的体认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本位”的问题，当讨论中国人的文化信心丧失时，这一问题原本就是应因“救国模式”而提出的。

　　儒家强调本立而道生，儒家之重建，须反求诸大本，如果大本不立，学统便不能真正建立。《学统》一书在设计学统重建时常谈及“回归经学”。该书第一章劈头就问，“我们的学统在哪里？”但是，这部分文字主要是用来分疏中西学统的差别，即儒家的学统在于“治国安邦”和“修身养性”，与西方人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迥异。这样的概括甚至被方朝晖教授以“文化习性”来理解。然问题在于，儒家的学统是否可以用“治国安邦”和“修身养性”来总结，这是回归经学的全部内容吗？即使回归经学，能解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统危机吗？

　　对历史情境的片段化理解
　　方朝晖教授对学统崩溃情境的描述是这样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因为文化信心的丧失，以功利主义的手段，以学术救国为志向，通过借用现代西方的学科规范来改造中国固有的思想学术传统，这样既丧失了儒家的学统，又不能模仿西方建立新的学统。”

　　这是将近代西学传入之后的问题片段化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就面临着西学传入所可能带来的价值观和文化信念丧失的问题，因此，便有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说。中体西用说的关键人物张之洞，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张之洞的新政模式中，最重视的即是如何在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过程中，给价值和信念以容身之处。故有经学科的优先性和类似于“存古学堂”等补救性措施的提出。遗憾的是，这样的措施连忠于清朝的王国维都反对。

　　另一个晚清改革的重要人物康有为，一面主张物质救国，认为西方之所长在物质生产和现代科学，另一面主张中国的改革须顾及国情和价值观。由此，其改革主张中，一方面要废除科举，改革传统忽视科学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将儒教国教化的方式来保存信仰。

　　中国教育模式变革的核心是废除科举，从而使传统信念和学术传统的承载群体绅士阶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不对此有足够的分析和理解，探讨张之洞等人的改革设想缘何不能在中国的变革实践中得到落实，就不可能体察冯友兰和牟宗三等试图用西方学术甚至政治模式来与儒家的学说“嫁接”的问题。

　　比如《学统》书中说：“现代新儒家则是在中华文明的理想几近崩溃的悲惨处境下开始探讨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由于将儒学的核心等同于哲学，于是不自觉地用西方哲学的知识话语来代替儒学自身原有的修养话语；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强势影响，人们开始用西方学科体系代替原有的国学体系，并主张废除‘经学’；由于对科学力量的无限崇拜，人们开始用科学精神取代‘尊德性’的精神。就这样逐渐走上了一条儒学原有的话语系统被埋葬，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毁灭的道路。”

　　这段话其实是将19、20世纪多种思潮的合力作用扣到新儒家的头上，而且很多论断似是而非。如，并非所有的新儒家将儒学的核心等同于哲学，比如钱穆。废除经学更是民国之后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时的决定，与新儒家无涉。因此，《学统》一书将20世纪儒学所走的艰辛道路，判定为“自掘坟墓、自毁前程的歧路”，既缺乏对前贤努力的基本尊重，也夸大了新儒家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决定”力量。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学统的重建，或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